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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收入结构在农户脱贫中所发挥的作用一直是研究贫困问題的重要领城之一。考

虑到农户贫困深度的因素，本文研究了收入结构对贫困农户的影响。研究发现，收入结构对

农户贫困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农户贫困深度：其一，非农收入有助于一般贫困农户脱贫，但对

特困农户的影响较小；其二，农业收入对一般贫困农户脱贫的影响较小，但有助于缓解特困

农户的贫困深度；其三，转移性收入有助于缓解农户贫困，但对农户脱贫的影响较小。因此

，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对农户减贫的影响取决于农户贫困深度。就一般贫困农户的税贫而言

，政府应该积极鼓励和引导其提高非农收入；就特困农户而言，政府应该加大对这类农户农

业生产补贴从而提高其农业收入，缓解贫困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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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反贫困领域，

绝对贫困人口从 1978 年的 2.5 亿人下降到 2014 年的 7017 万人，为世界反贫困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

，中国贫困人口基数仍然较大，而且部分人口处于深度贫困状态，因此，反贫困问题一直是政府工作

的重中之重。政府扶贫政策总体来说是由大到小、由粗到细的过程。20 世纪 70 年代末，政府根据贫困

人口空间分布特征以大规模基本农田建设来全面扶贫，确保解决农户温饱问题;80 年代中后期，扶贫工

作逐渐由全面扶贫转变为以县为单位，这一时期制定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定了 592 个国家级

贫困县作为重点扶贫对象；90 年代末，扶贫工作逐渐由县转移到村；2013 年至今，开始实施以户为单

位的“精准扶贫”政策，该政策要求扶贫工作要做到精确识别、精确帮扶和精确管理。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主流经济学坚信经济增长会提高穷人收入水平，从而消除贫困，这就是“滴

漏效应"（Trick down effect)。在此理论背景之下，一些文献研究了贫困发生率对经济增长的反应弹

性，该系数值介于 1.09~2.7 之间，说明如果经济增长 1%,那么贫困发生率下降 1.09%~2.7%。研究发现

，经济增长一方面提高了农户收入水平，从而缓解了农村贫困，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加剧了农户收入差

距，从而恶化了农村贫困状况。经济增长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取决于这两种作用的相对大小。—些文献

研究发现农业产出增长的地区贫困发生率下降较快，而且贫困农户农业收入所占比重较大，因此农业



收入增长是农户脱贫的主要原因;而另一些文献则得出了不同研究结论，章元认为中国工业化发展为农

村劳动者提供了大讨的非农就业机会，农户非农收入增长才是脱贫的主要原因。

现有对贫困问题的研究积累了丰硕成果，其中取得共识的结论就是经济增长有助于改善农村贫困

状况，但是关于农户脱贫原因的争论较为激烈。认为农户脱贫主要归功于农业收入的学者提倡加大农

业生产补贴力度，从而加快农户脱贫进程；而认为农户脱贫主要归咎于非农收入的学者建议采取相应

措施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以提高农户非农收入，从而实现农户脱贫。由此可知，现有关于农户脱贫

的建议要么实施促进农业生产的政策，要么实施鼓励农户非农就业的政策，政府在二者之间选其一，

也就是说，只要是贫困农户就采取相同的扶贫政策，这使得扶贫政策没有考虑到农户贫困深度的问题

。

农户脱贫争论产生原因有以下两点：其一，由于研究对象的差异，认为农户脱贫主要是由于农业

收入增长的文献要么是基于贫困农户与非贫困农户农业收入的比较分析，要么是基于农业收入对贫困

的影响。而认为农户脱贫主要是由于非农收入增长的文献要么是基于宏观数据分析，要么是基于非农

收入对贫困的影响。前者研究对象是农业收入，而后者则是非农收入，而这两类研究又采用了不同数

据，这就意味着在不同农户之间比较农业收入与非农收入作用于农村贫困的相对大小，这样比较分析

不具有合理性。其二，现有文献无论是研究农业收入对农户脱贫的影响，还是非农收入对农户脱贫的

影响，都把贫困农户作为整体，而没有进一步考虑到农户贫困深度问题。如果一般贫困农户和特困农

户的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存在显著差异，那么农业收入或者非农收入对一般贫困农户和特困农户减贫

的影响可能是不一样的。因此，现有文献研究农业收入或非农收入对农户减贫的影响时，忽略了农户

贫困深度问题，使得现有文献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受到质疑。

由此可知，现有文献不但没有从收入结构视角研究农户贫困问题，而且也没有考虑到贫困深度的

问题。究竟是农业收入还是非农收入是农户脱贫的主要因素，不但要在同一农户的收入结构中研究农

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对农户减贫的影响，而且还要涉及到农户的贫困深度问题。只有同时考虑到这两方

面的问题，才能使研究结论可信度更高。因此，在考虑到农户贫困深度的因素下，本文研究了收入结

构对农户贫困状况的影响。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一）收入结构影响农户贫困程度的路径

农户收入通过两个路径对农村贫困产生影响：一方面，在收入分布不变条件下，收入增长有助于

改善农村贫困状况，反之收入下降则会恶化农村贫困状况，这种影响称为收入增长效应。收入增长效

应表明居民收入按相同比例增长，收入差距在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农村贫困状况得以缓解；另一

方面，在农村收入总量不变条件下，变化的收入分布可能降低农村收入差距，从而改善农村贫困状况

，也可能扩大农村收入差距，从而恶化农村贫困状况，这种影响称为收入分配效应。收入分配效应表

明居民收入总量不变的条件下，因为居民收入分布的变化，进而对农村贫困状况的影响。本文采用



Kakwani 和 Pemial 贫困变化的分解方法来识别上述两种效应的大小，之所以采用这种分解方法进行分

析是因为该方法广泛应用于贫困问题研究，例如，Luo 就是应用这种方法研究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对城市

贫困人口的影响。

根据本文研究需要结合 Kakwani 和 Pernial 的分解方法，测度贫困状况的变化程度：

采用 Shorrock 提出的 Shapley 分解方法可以估计出（5)式和（6)式的各种收入成分影响贫困收入

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

(二）贫困程度测度方法



对收入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进行估计的前提条件是要选取测度农户贫困的指标。国内文献研

究贫困问题时普遍采用 FGT 指数测度贫困，本文也选取 FGT 指数作为测度贫困程度的指标:

(三）模型估计注意事项

估计收入结构对农户贫困的影响，应注意以下问题：其一，贫困线标准的选取。现有研究表明贫

困线标准越高、贫困程度越小，反之则越大，因此选取贫困线要有合理的依据。本文选取 2011 年最新

制定的贫困线标准（农户人均纯收入 2300 元/年）作为判定农户是否贫困的依据；其二，农户收入结

构的划分。对农户收入进行合理划分有助于研究收入结构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根据研究需要和数据特

征，把农户纯收入以收入来源为依据划分为非农收入、农业收入和转移收入三个部分，其中非农收入

包括务工收入和工商业收入①;其三，2011 年制定的贫困线标准是以 2010 年不变价格为依据，因此把

不同年份的农户纯收入根据价格指数调整为以 2010 年价格衡量的收入水平；最后，估计收入结构影响

农村贫困的前提条件是需要估计出（2)式和（3)式中的两种反事实贫困程度，即θ（z,u2,L1(p)）和

θ（z,u1,L2(p)），其中θ（z,u2,L1(p)）表示测度农村贫困程度时，总收入水平和收入分布分别为

第 2 时期的总收入和第 1 时期的收入分布；θ（z,u1,L2(p)）表示测度农村贫困程度时，总收入水平

和收入分布分别为第 1 时期的总收入和第 2 时期的收入分布。

三、数据与样本描述

(一）数据与样本特征



贵州是中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最广和贫困深度最深的省份，2014 年贫困人口总数为 623 万人

，全省贫困发生率高达 17.75%。如何解决贵州贫困人口脱贫问题，尤其是贵州农村贫困人口脱贫问题

是中国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本文在考虑到农户贫困深度的条件下，研究收入结构对贵州山区

农户贫困程度的影响。

随着扶贫工作的深人，扶贫政策逐步变为以户为单位的“精准扶贫”，为了提高扶贫效率有必要

深人分析收入结构对农户贫困程度的影响。本文使用“公共政策与农村贫困”2004、2007 和 2010 年调

査数据进行研究。该数据是由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中国农业科学院和贵州大学联合组织的

调查数据，调査对象为贵州省普定县农村住户。该调査随机选取普定县三个行政村的全部住户进行跟

踪调査。“公共政策与农村贫困”调査数据包括针对行政村的调査数据和农村住户调査数据两个部分

，其中行政村调査数据涵盖了民族构成、农地使用和征收情况、村庄基本经济情况、公共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信息。而农村住户调査数据涵盖了农户家庭成员基本特征、生产生活情况、收入支

出构成、家庭成员就业以及健康等方面的信息。

普定县被调査的 A 村、B 村和 C 村特征如表 1 所示。

(二）样本农户收入结构

根据“公共政策与农村贫困”的项目调査，农户人均纯收入来源可以分为务工收入、工商业收入

、农业收入和转移性收入。非农收入主要是由务工收入和工商业收入构成。调査村的农户收入情况如

表 2 所示。



表 2 显示，样本农户一方面人均纯收入较低，另一方面收入差距较高而且处于上升趋势。样本农

户在 2004 年、2007 年和 2010 年人均纯收入分别为 1819.23 元、2969.34 元和 1824.34 元，人均纯收

入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如果以 2011 年国家贫困线人均纯收入 2300 元为标准，那么只有 2007 年样

本农户的人均纯收入高于贫困线标准，这三年贫困发生率依次为 73.77%、60.98%和 79.22%,说明这些

农户处于特闲状态。样本农户人均纯收入占当年全国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61.96%、71.73%和

30.82%，说明样本村人均纯收入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样本农户人均纯收入占贵州省农村人均纯收

入的比例分别为 105.7%、125.13%和 52.53%，表明样本农户人均纯收入前期高于贵州省平均水平，而

后期显著低于贵州省平均水平。样本农户这三年的基尼系数分别为 0.4526、0.6137 和 0.664,收入差距

较高并且处于上升趋势。

从收入结构来看，首先，非农收入是农户家庭纯收入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 2004 年、2007 年和

2010 年非农收入，占家庭纯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56.74%、57.76%和 50.95%。其中，非农收入主要来源于

务工收入，在 2004 年、2007 年和 2010 年务工收入，占非农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93.54%、90.27%和 87.94%

。由于 2010 年宏观经济不景气，农户务工收入下降明显，从而导致农户非农收入占比由 2007 年的 57.76%

下降到 2010 年的 50.95%。但是，无论哪个时期非农收入的占比都在一半以上，这表明非农收入是农户

家庭收入域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当地经济水平落后，从事工商业农户的人数较少，从而使得人均工

商业收入较低。

其次，农业收入对家庭纯收入的贡献相对稳定。在 2004 年、2007 年和 2010 年农业收入占家庭纯

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30.31%、37.97%和 34.44%。虽然农业收入也存在一定的波动性，但是对家庭纯收入

的贡献率都保持在百分之三十几的水平，说明农业收入波动性较小。就农户人均纯收入变化而言，从

2004 年的 1819.23 元大幅上升到 2007 年的 2969_34 元，之后又大幅下降到 2010 年的 1824.34 元，是

务工收入和农业收入大幅波动所引起的，因此，非农收入和农业收入对家庭纯收入具有决定性影响，



这与章元[w 和杨晶（2015)的研究结论一致。

最后，转移性收入对农户家庭纯收入的贡献较小。转移性收入与非农收入、农业收入存在明显的

负向关系，当非农收入较高时会使部分农户摆脱贫困从而被取消低保，转移性收入因而下降；当农业

收入较高时，表明农业生产风调雨顺从而取消干旱救灾款等转移性收入。

四、估计结果与分析

(一）农户贫困状况分析

运用测度贫困指标的 FGT 指数估计出了各种贫困规避参数下的贫困程度，如表 3 所示。

其一，农户贫困状况表现为先改善后恶化的特征。2004 年、2007 年和 2010 年，贫困发生率依次

为 0.7377、0.6038 和 0.7922,先升后降的贫困发生率表明农户脱贫后又返贫，农户在贫困与非贫困之

间徘徊；2010 年贫困发生率大于 2004 年，表明从 2004 年到 2010 年有部分非贫困农户转变为了贫困农

户。在此期间，贫困深度指数依次为 0.4098、0.3805 和 0.5405,这表明 2010 年贫困程度比 2004 年和

2007 年都更为严重。其二，特困农户贫困状况不断恶化。2004 年、2007 年和 2010 年加权贫困深度指

数依次为 0.2735、0.2864 和 0.4212,依次递增的加权贫困深度表明特困农户贫困程度持续恶化。

(二）农户贫困变化程度及其效应分析

根据（1）至（3)式估计农户贫困变化程度及其相应的收入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如表 4 所示

。



首先，就贫困变化程度而言，第 1 时期（2004—2007 年）贫困发生率和贫困深度都小于 0,说明一

些农户得以脱贫，另一些农户虽然没有脱贫但是贫困状况得以缓解。在此背景之下，加权贫困深度大

于 0,说明第 1 时期特闲农户的贫困状况更加恶化。第 2 时期（2007—2010 年）无论哪种测度贫困变化

程度的指标都表明农村贫困状况更加恶化，

其次，就收入增长效应而言，第 1 时期增加的人均纯收入使得收入增长效应改善了农村贫困状况

（收入增长效应小于 0)，而第 2 时期下降的人均纯收入使得收入增长效应加剧了农户贫困（收入增长

效应大于 0)。就收入分配效应而言，第 1 时期贫困发生率小于 0,说明收入差距的变化使得部分农户得

以脱贫，但是收入分配效应的贫困深度和加权贫困深度大于 0。说明收入差距的变化使得贫困农户的状

况更加恶化。第 2 时期收入分配效应指数都大于 0,表明变化的收入差距加剧了农户贫困状况。

最后，就益贫式增长指数而言，因为第 1 时期农户人均纯收入上升了，所以大于 1 的益贫式增长

指数表明贫困发生率是绝对益贫的，也就是说收入增长 1 个百分点，贫困发生率下降大于 1 个百分点

，即下降了 1.21 个百分点；介于 0 和 1 之间的益贫式增长指数表明贫困深度是弱绝对益贫的，也就是

说收入增长缓解了贫困农户的贫困深度；小于 0 的益贫式增长指数表明加权贫困深度的收入增长反而

恶化了特闲农户的贫困状况。因为第 2 时期农户人均纯收入下降了，所以益贫式增长指数的贫困发生

率、贫困深度和加权贫困深度都大于 1，表明纯收入的下降是益贫的，即是说农户越是贫困，纯收入下

降速度越慢，这与特闲农户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有关，因为农业生产受到宏观经济景气度的影响较小。

(三）农户收入结构效应分析

根据（5)至（6)式，采用 Shorrock 的 Shapley 分解方法估计了收入成分影响贫困的收入增长效应

和收入分配效应，如表（5)所示。

其一，就非农收入对农户贫困程度的影响而言，在第 1 时期（2004—2007 年）增长的非农收入缓

解了农村贫困状况，但是非农收入对贫困的影响因人而异，特闲农户因非农收入增长缓解贫困状况不

如一般贫困农户。第 1 时期非农收入的增长不但通过收入增长效应（-0.1628)降低了贫困发生率，而



且通过收入分配效应（-0.0442)进一步降低了贫困发生率，第 1 时期非农收入贫困变化程度在贫困深

度（-0.1451)和加权贫困深度（-0.0615)下的系数值都小于 0,说明贫困状况得以缓解，这是由于收入

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相互抵消的结果。一方面较低收入增长效应（-0.429 和-0.378)表明增长的非农收

入降低了贫困深度和加权贫困深度，另一方面较高收入分配效应（0.2839 和 0.3166)表明增长的非农

收入加剧了农户收入差距，从而加深了农户贫困深度和加权贫困深度，这与表 2 中农户人均纯收入基

尼系数从 2004 年的 0.4526 上升到 2007 年的 0.6137 相一致。与此同时，收入分配效应在贫困发生率

（-0.0442)和贫困深度(0.2839)下的系数值分别小于 0 和大于 0,意味着增长的非农收入改变了农户收

入差距，使得部分农户得以脱贫的同时，未脱贫农户的贫困状况更糟贫困深度的变化程度（-0.1451)

小于加权贫困深度（-0.0615),意味着增长的非农收入缓解了农户贫困程度，但是农户贫困程度的缓解

存在差异，也就是说越贫困的农户因非农收入增长从而降低贫困深度的幅度越小。

在第 2 时期（2007—2010 年）减少的非农收入恶化了农村贫困状况，但是非农收入的减少对特困

农户影响相对较小。第 2 时期非农收入的减少不但通过收入增长效应（0.1399)提高了贫困发生率，而

且通过收入分配效应（0.1566)进一步提高了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加权贫困深度也受到了类似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贫困深度的变化程度（0.362)大于加权贫困深度的变化程度（0.3479)，这表明务工

收入的减少对特困农户贫困状况影响相对较小，对一般贫困农户贫困状况影响较大。

通过分析第 1 时期非农收入对于农户贫困程度的影响，可知非农收入增长是农户脱贫的主要原因

。通过分析第 2 时期非农收入对于农户贫困程度的影响，发现非农收入的下降使得脱贫农户又进人返

贫状态，这表明非农收入波动会引起贫困农户在脱贫与返贫之间徘徊。无论非农收入处于上升的第 1

时期还是处于下降的第 2 时期，非农收入对特困农户的影响不同于对一般贫困农户的影响，这表明收

入结构对农户贫困程度的影响取决于农户贫困深度。

其二，就农业收入对农户贫困程度的影响而言，虽然农业收入占纯收入的比例都高于 30%,但是农

业收入对农户脱贫的影响较小。在第 1 时期农业收入影响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加权贫困深度下的

贫困变化程度系数值分别为-0.0191、0.006 和 0.0419。农业收入的提高难以让贫困农户脱贫的原因在



于：一方面，人均耕地面积小而且土质贫瘠使得农业收入难以大幅上升，从而难以通过收入增长效应

影响农村贫困状况。如表 1 所示的 A、B 和 C 三个行政村人均耕地面积分别为 0.87 亩、0.86 亩和 1.1

亩，而且是典型的卡斯特地貌，土质贫瘠，农业产量难以大幅提高。另一方面，当地农业生产方式相

对落后，机械化程度和中间要素投人较低，使得农户之间农业产量差异不大，农业收入差距相对较小

，从而难以通过收入分配效应影响农村贫困。

其三，就转移性收入对农户贫困程度的影响而言，转移性收入有助于缓解农户贫困状态，但对农

户脱贫的影响较小。无论转移性收入处于下降的第 1 时期还是处于上升的第 2 时期，贫困发生率的贫

困变化程度系数绝对值（0.0257 和-0.0242)都较小，这表明转移性收入对农户脱贫的影响较小。然而

，无论第 1 时期还是第 2 时期，贫困深度（0.0646 和-0.0651)和加权贫困深度（0.0595 和-0.0797)的

贫困变化程度系数绝对值都大于贫困发生率（0.0257 和-0.0242)的系数绝对值，这表明转移性收入对

特困农户的影响大于对一般贫困农户的影响，并且有助于贫困农户缓解贫困深度。这表明转移性收入

有助于缓解农户贫困状况，但对农户脱贫的影响较小。一方面当农户处于贫困状态时，政府给予的转

移性收入有助于缓解贫困状况，另一方面当贫困农户农业生产受灾时，救灾性质的转移性收入也有助

于缓解贫困状况，但是无论哪种形式的转移性收入都难以让农户脱贫。

其四，一般贫困农户脱贫主要取决于非农收入，特困农户缓解贫困主要取决于农业收入。如表 6

所示，当非农收入处于上升阶段的第 1 时期时，对贫困发生率和贫困深度的影响较大，而对加权贫困

深度的影响为负，意味着非农收入的增长有助于一般贫困农户脱贫，但对于特困农户的影响较弱。然

而，当采用加权贫困深度衡量农户贫困状况时，农业收入对农户贫困程度的贡献率在第 1 时期和第 2

时期分别为 105.13%和 30.43%,表明农业收入对农户贫困程度的影响较大，这表明农业收入有助于特困

农户缓解贫困状况。特闲农户因文化程度较低或者因家庭成员患重大疾病，非农收入非常有限，农业

收入所占比例较高，因此，农业收入的提高有助于缓解其贫困深度，但是因为人均耕地面积较小，农

业收入的提高幅度不足以使其脱贫。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政府实施“精准扶贫”政策进人扶贫攻坚的背景之下，本文根据贵州省一个国家级贫困县随机

抽取三个行政村的全部住户调査数据，研究了收入结构对农户贫困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其一，收

入结构对农户贫困程度的影响取决于农户贫困深度；其二，非农收入是一般贫困农户脱贫的主要因素



；其三，非农收入的波动会引起一般贫困农户在脱贫与返贫之间徘徊；其四，农业收入有助于特困农

户缓解贫困状况；其五，转移性收入有助于缓解农户贫困深度，但对农户脱贫的影响较小。由此可知

，扶贫政策的实施要因人而异，不能对贫困农户采取相同的扶贫政策，“精准扶贫”的内涵也应该涉

及到农户贫困深度的问题。

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这三个行政村具有初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农户仅占劳动力人口的 6%，小学教育程度占比为

32.5%，文盲和半文盲（小学未毕业）占比高达 56.84%,而且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户主要是少数民族，文

化程度低和语言障碍导致外出务工的机会少，且就业低端，使得部分农户收入来源依靠农业收入。在

人均耕地面积狭小和土地贫瘠背景之下，大部分文盲和半文盲农户陷入了特困状态。根据本文研究发

现农业收入增长能有效地缓解特困农户的贫困深度，因此，“精准扶贫”政策一方面要加大对特困农

户农业生产中间要素投人的帮扶力度，另一方面，要积极进行协调把外出务工农户的土地流转给特困

农户，从而提高农业产量，降低其贫困深度。

其次，对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贫困农户，要鼓励和引导这些农户在当地打零工或外出务工。本文

研究发现非农收入能有效地缓解农村贫困状况，而农户非农收入主要来源于务工收入。因此，干部对

贫困农户进行对口帮扶时，要充分利用干部人际关系帮助贫困农户实现在当地打零工或外出务工的愿

望。发达地区或著名企业对贫困地区进行对口帮扶时，应该把对口帮扶的贫困地区作为承接产业转移

的优先选择地，这样有助于提高贫困地区农户务工收入，缓解农村贫困状况。

最后，不但要加大对贫困农户的转移支付力度，而且要对贫困农户进行累进式补贴。研究发现无

论农户纯收入处于上升阶段还是下降阶段，政府对贫困农户的转移有助于缓解农户的贫困深度，因此

，政府对农户进行扶贫时不仅要进行“造血功能”的扶贫，也要进行“输血功能”的扶贫。与此同时

，政府转移支付力度要因人而异，对于越贫困的农户转移支付的力度应该越大，而不应该是所有贫困

农户都获得相同的转移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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